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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在享受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好处的同时也付出了较大资源环境代价，加强环境规制势在必行，那么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能否实现双赢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通过测算中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波特假说”以及全球价值链(GVC)嵌入对该假说的影响。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明显，高技术工业的技术进步明显高于传统工业，而传统技术类行业技术急需升级。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显著“U”型关系，这是挤出效应与补偿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GVC嵌入会强化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挤出效应，但这种强化作用存在行业异质性特征，在技术类、生产者驱动型以及重工行业更为显著，在非技术类行业则可能转变为弱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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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measuring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f China's industrial industry, the Porter hypothesi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e influe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 (GVC) embedding on the hypothesis are empirically tes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f China's industrial industry is obvious,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f high-tech industry i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of traditional industry, and the technology of traditional technology industry is in urgent need of upgrading.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U"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ation of extrusion effect and compensation effect. However, GVC embedding will strengthen the extrusion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but this strengthening effec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y heterogeneity, which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echnology, producer-driven and heavy industry, and may be transformed into weakening in non-technology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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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不断发挥劳动力禀赋优势，通过发展加工贸易和国际外包，深入参与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主导的价值链条，外向型经济获得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也承接了来自发达国家的部分高能耗、高排放和高投入的“三高”产业以及低附加值生产制造环节的转移，并由此付出了较大的资源环境代价，如2018年中国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为69.8%、45.3%，并且CO2排放量占全球约30%，污染排放仍处于高位，推动节能减排迫在眉睫，加强环境规制成为必然的趋势。国内外学者就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以及就业的影响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尤其是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问题更是引起了广泛关注，但研究结论不尽相同，主要存在3个方面的观点：第一，认为从静态角度来说，环境规制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会削弱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支持新古典主义“制约论假说”[1-6]，例如：Cropper 等[1]基于静态标准分析了环境管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发现在企业技术与需求给定时，严格的环境规制会提升企业成本，降低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Porter[6]研究发现环境规制的加强明显降低了美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第二，认为从动态角度来说，环境规制存在创新补偿效应，支持波特的“双赢论假说”[7-12]，例如：Porter等[8]指出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刺激被规制企业改变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效率和改进技术水平，从而达到双赢的状态；Daron等[10]从实证分析的角度研究发现，动态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有推动作用；张中元等[11]利用中国30个省份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技术进步的关系，发现环境规制能够推动地区工业技术进步；第三，认为并不是“非黑即白”，提出了“综合论”观点，即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13-15]，例如：张成等[13]通过建立数理模型并运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进步的关系，结果发现在中国东中部地区，环境规制较弱会导致企业生产技术进步降低，但是企业技术进步率会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而逐步上升，也就是说环境规制与企业生产技术进步存在非线性的“U”型关系；第四，也有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16-17]。以上4个方面的观点对理解环境规制对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然而当前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并且对中国工业能耗与排放产生了重要影响[18-20]，探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能够为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提供理论依据。那么，“波特假说”在中国工业行业是否成立？参与GVC分工对环境规制的技术部分为结论总结与相关政策含义。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进步效应有何种影响？环境规制和技术进步在全球分工体系下能否实现“双赢”呢？已有文献并未给予我们答案，为此本文第二部分根据理论分析提出相关研究假设，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建立模型，从行业整体以及行业异质性角度分别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环境规制和技术进步的关系；第五部分为结论总结与相关政策含义。
【文中所有变量参数（含正文、方程式和图表内），须采用文本可编辑格式（请使用word版本），不采用图片编辑格式，否则在印刷制版过程容易丢失图片造成错漏！并注意规范变量正斜体和统一字体大小。】
1.1  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
毫无疑问，政府在创新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致力于通过政府规制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规制是一门艺术，合理的政府规制是决定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本文借鉴张成等[13]建立的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的数理模型，考察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假设企业生产排污必须遵循政府的环境规制标准进行，并且排污量与产出水平成正比。假设希克斯中性技术下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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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为产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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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产技术，取决于企业研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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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既定生产技术下的产出水平，取决于资本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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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产品和要素市场均是完全竞争，企业的污染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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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产出F和治污投入E的函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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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面临政府的环境规制要求R，一般采取直接增加治污支出或者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出水平以增加收入来间接增加治污支出、控制排污水平，那么，企业技术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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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产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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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治污技术进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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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α为企业治污支出占从总产出的比例（0<α<1），表示企业对环境规制要求的反映程度，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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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根据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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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由此我们可以考察两种不同的情形：（1）当α位于0～1/2之间时，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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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随着规制强度不断上升，企业污染排放量不断减少，此时企业生产技术水平也下降；（2）当α位于1/2～1之间时，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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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但当α增大至接近于1时，企业治污投入非常之大，几乎花费了所有的总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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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当环境规制上升至较为严格的阶段时，企业污染排放量降低，同时生产技术水平开始呈现上升趋势。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呈现负相关关系；环境规制强度较高时，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呈现正相关关系。综合来看，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进步呈“U”型关系。

1.2   全球价值链嵌入效应

1.2.1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术进步
目前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国内技术进步可能产生两方面影响：（1）GVC分工与外源式技术进步。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从发达国家进口一些中间产品，如原材料、设备等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已有的先进生产技术；另一方面，产品的非一体化生产方式导致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的跨国分工与协作，从而能够通过产业链的前后联系获得发达国家的帮助和技术溢出。这种生产的投入产出效应以及非一体化效应的发挥，有利于推动中国本土企业的外源式技术进步。（2）GVC分工与内源式技术进步。全球价值链分工推动中国工业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实现工业技术进步。一方面，跨国生产分工意味着本土企业参与了中间产品进口以及最终产品出口环节，为了满足国外消费市场的严苛要求，本土企业不得不参照进口国的质量、安全、环保等高标准进行生产，因此只有进行自主创新才能实现竞争优势；另一方面，GVC分工使得中国企业获得难得的学习与锻炼机会，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创新”过程，实现自主创新。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全球价值链分工机制下GVC嵌入有利于推动中国技术进步。
1.2.2  全球价值链分工、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
在参与GVC分工的初期，发展中国家一般具备劳动力禀赋与环境规制标准方面的比较优势，大多嵌入在价值链中低端制造环节。“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国家具有生产污染类产品的比较优势，导致污染产业向国内转移。虽然也有研究认为“污染避难所假说”并不成立，但一致同意“污染避难所效应”是存在的，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大，从而导致企业成本攀升，从而诱发污染类产业转移，转向污染强度相对较低的国家[21]。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会尽可能地降低环境规制标准来吸引高规制标准国家的污染型产业转移，以保持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最终的结果是环境规制标准一降再降，形成“环境竞次”，造成本土环境的不断恶化。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发展以及全球气候问题的日益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注重环保问题，主导出台了包括ISO14000和ISO14001在内的一系列国际环境认证规则，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面临着更为严格的环境标准，一方面导致之前环境标准低时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不利于国际竞争优势的保持，另一方面被迫调整生产策略，加大环境治理投资，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企业研发方面的投资，从而不利于技术进步。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较高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会增强环境规制对中国技术进步的负向作用。

1.2.3  行业异质性特征的影响
行业异质性特征是多种多样的。首先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不同行业的影响是不同的，并且不同行业的价值链嵌入程度以及地位也是不同的。有学者研究发现，中国高技术工业嵌入程度远远高于传统工业[19-20]，而劳动密集型行业GVC分工地位要明显高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以及资源密集型行业[22]。其次，环境规制对不同行业的作用尤其是对生产成本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一般而言，严格的环境规制对污染类行业的影响比清洁类行业更大，因此，为了符合严格的环境规制标准，污染类行业企业必须投入更多的资本和技术进行节能减排，这无疑会大大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而这基本不会对清洁类行业生产成本产生太大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进步以及环境规制的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可能具有行业异质性特征，具体情况有待检验。
2    模型与数据

2.1    变量选取

（1）技术进步。用全要素生产率TFPit代表工业行业技术进步情况，采用生产函数法进行估算[19,23-24]。王玉燕等[25]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各行业的TFP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TFP均值从高到低依次是高技术工业（10.103）、劳动密集型工业（9.682）、资本密集型工业（8.322）以及技术密集型工业（7.892），高技术工业发挥着明显的技术引领作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进步有一定的提升，而传统的技术密集型行业技术改造亟待加强，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2）环境规制与价值链嵌入。ERIit代表各行业环境规制强度，用各行业污染治理成本与工业总产值比值，即每千元工业产值的废水废气治理费用表示[15,25]；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GVCit利用本文测算的GVC嵌入指数来表示，具体参见王玉燕等[19-20]的研究。
（3）控制变量。Zit为控制变量，i为行业，t为年份；α为常数项；β为系数；γ为系数向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控制变量具体有：要素禀赋结构(LnKLit)，用资本与劳动力之比的对数表示；研发密度(RDit)，用R&D经费支出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表示；产业结构(ISit)，用第三产业比重表示；出口密集度(EXPit)，用行业出口交货值占比表示；行业规模(Scaleit)，用各行业产值与工业总产值之比表示。
2.2  模型构建
为检验波特“双赢论”假说，考察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非线性影响，本文建立基本分析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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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考虑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加入GVC嵌入变量，拓展如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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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加入环境规制与GVC嵌入的交互项，检验GVC嵌入如何影响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偏效应。为防止多重共线性，将ERI和GVC变量进行均值化，从而设定如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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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样本与数据
本文将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二位码的工业行业进行合并整理1），共得出23个工业行业（以下简称样本行业），并借鉴王玉燕等[19]的方法，参照各行业的要素密集型特征，将中国工业行业划分为非技术类（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以及技术类（技术密集型和高技术工业）两大类型。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从各变量描述性统计与Pearson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规制强度标准差相对较高，说明技术进步与环境规制均呈现行业间异质性特征；另外，各解释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最高为0.585，表明不存在明显多重共线性。
3  计量结果分析

为避免面板数据产生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本文采用FGLS方法来估计式（2）至式（4）。具体方法是：首先进行Hausman检验，然后进行异方差Wald 检验以及序列相关Wooldridge检验，最后若显示固定效应时则加入行业与时间虚拟变量，采用FGLS的FE模型进行估计。
3.1  基准回归分析：“波特假说”与GVC嵌入效应检验
如表1所示，表1内第（1）（2）列检验了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表中已清楚表示的结果无须赘述】可以看出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逐步加强，环境规制会对工业技术进步产生先降后升的影响，也就是说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技术进步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则本文提出的假设1得证。这与沈能等[12]以及张成等[13]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拐点大约在7.909。在短期内，一方面，企业技术水平、资源配置以及消费需求几乎不变，往往会衡量环境规制对企业成本与收益的影响，而环境规制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企业其他方面投资；另一方面，较弱的环境规制发生的成本相对较低，占企业总成本的比重较小，往往易被忽略，以至于无法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也就是说，短期内虽然满足了环境规制要求，但环境治理的投资必然会缩减研发投入，从而最终导致短期内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产生挤出效应；在长期内，仅仅通过增加环境治理开支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企业为追求长期利润最大化，一方面会产生对工艺流程升级以及产品生产效率提升的需求，从而进行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为提升污染治理效果，企业会加大对清洁技术的研发投入，以赚取更多的资金来进行环境治理，即长期内合理的环境规制会激发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对企业生产活动产生正的外部性，最终导致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产生补偿效应。这也就充分验证了“波特假说”所提出的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在时间维度上的“U”型关系[7-8,27]。
表1内第（3）（4）列分别加入GVC嵌入变量以及GVC嵌入与环境规制交互项，考察GVC嵌入对环境规制的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GVC嵌入能够显著推动中国工业技术进步，这与王玉燕等[19]研究结果一致，则本文提出的假设2得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企业能够利用学习效应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接受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从而最终提升技术水平。另外重点关注的是，交互作用会显著强化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抑制作用（拐点向右移动），也就是说GVC嵌入会在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偏效应中产生负向作用，即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加深，环境规制会强化对技术进步的挤出效应而弱化其补偿效应，则本文提出的假设3得证。朱允卫[28]研究指出在新国际分工体系下环境是一种重要的要素禀赋，影响着各国的比较优势。参与发达国家主导的价值链分工的中国企业面临着更为严格的环境标准以及要求，中国企业被迫调整生产策略以符合包括ISO14001在内的各种国际环境认证规则，毫无疑问在短期内会增大企业的成本，挤占了企业技术创新方面的投资，从而对技术进步产生负向作用。
从其他控制变量飞回归结果来看，要素禀赋结构改善不利于工业技术进步，表明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资本对劳动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研发密度系数显著为负，同样不利于工业技术进步，这与李小平等[29]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是因为目前尚未完善的市场机制无法完全有效配置R&D研发投入，致使其对技术进步产生消极作用[19]；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产业结构优化对推动技术进步具有显著作用；出口密集度估计系数在大多数模型为正，表明扩大对外开放有利于提升工业技术水平，与范剑勇等[30]的研究结果一致，这是由于出口学习效应以及发达国家技术外溢的存在导致的；行业规模与技术进步显著正相关，这表明样本工业行业存在规模经济效益。
表1  样本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基准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TFP

	
	FGLS（1）
	FGLS（2）
	FGLS（3）
	FGLS（4）

	ERI
	  −0.100***
	  −0.174***
	  −0.306***
	  −0.960***

	
	(−2.675)
	(−2.754)
	(−3.796)
	(−8.423)

	ERI2
	
	   0.011***
	   0.018***
	   0.055***

	
	
	 (2.718)
	 (2.979)
	 (6.030)

	GVC
	
	
	  13.081***
	10.811***

	
	
	
	 (6.368)
	(5.145)

	

GVC×ERI
	
	
	
	 −4.395***

	
	
	
	
	(−4.785)

	LnKL
	  −0.673***
	  −0.997***
	  −0.681***
	  −0.627***

	
	(−3.648)
	(−8.285)
	(−4.003)
	(−3.126)

	RD
	−143.060***
	−152.452***
	−221.298***
	−304.157***

	
	(−3.191)
	(−4.325)
	(−6.456)
	(−9.858)

	IS
	 78.476***
	  81.862***
	  47.620***
	  76.602***

	
	(25.607)
	(35.495)
	(12.207)
	(19.717)

	Export
	−0.351
	 −3.606**
	2.285
	 0.457

	
	(−0.188)
	(−2.327)
	(1.314)
	 (0.409)

	Scale
	 44.974***
	  43.685***
	30.493***
	  28.654***

	
	(4.911)
	 (6.076)
	(4.222)
	 (7.934)

	CONS
	  −28.857***
	  −29.330***
	−12.285***
	  −23.374***

	
	(−22.263)
	(−26.089)
	(−7.185)
	(−15.743)

	行业效应
	是
	是
	否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否
	是

	N
	391
	391
	391
	391

	Chi2
	1 542.875***
	2 456.404***
	241.279***
	2 991.220***

	Wald Test
	1 051.450***
	 837.260***
	479.010***
	 278.310***

	Wooldridge Test
	  92.479***
	  88.211***
	 84.638***
	  83.637***

	Hausman Test
	 18.960**
	 9.240*
	10.260
	 15.660**


注：1）*、**、***分别表示P<0.1、 P<0.05、P<0.01；2）括号内数值为z统计量；3）回归估计所用软件为Stata15.0；4）Wald Test与Wooldridge Test分别用来检验异方差与自相关。下同。

3.2  内生性讨论：2SLS估计
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变量可能并不是严格外生，与技术进步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如若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那么以上基准回归结果将是有偏和不一致的。为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干扰，本文进一步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开展内生性估计。吕越等[31]以及李锴等[32]均认为内生变量的行业均值以及滞后1期均与内生变量相关性很强，但与误差项没有显著相关性，两者都是有效的工具变量。如表2所示，Pearson相关系数显示，GVC滞后1期以及行业均值与内生变量GVC嵌入度存在较强相关性，而与被解释变量TFP相关性较弱。其中，第（1）（2）列用GVC滞后1期作为GVC嵌入度工具变量，第（3）（4）列使用样本行业的GVC均值作为工具变量。
在分析内生性检验结果之前，我们进行了工具变量合理性检验：（1）外生性的Durbin-Wu-Hausman检验，提供了原假设为“H0：variables are exogenous”（即变量都是外生的）， 检验结果P值均小于0.05；（2）弱工具变量检验，第一阶段工具变量显著性P值均小于0.01，不存在显著的弱工具变量问题。两类检验结果表明样本行业的GVC嵌入度的确为内生变量，并且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内生性检验结果显示，GVC嵌入度系数仍显著为正，GVC嵌入与环境规制交互项系数仍显著为负，并且绝对值均较基准回归结果有大幅度提升。基准回归模型中，GVC嵌入度系数为10.811或13.081，而考虑内生性后的系数变为12.984～19.770；GVC嵌入与环境规制交互项系数为−4.395，而考虑内生性后的系数变为−6.453～−8.335。这就表明如果不考虑内生性问题，就完全有可能低估GVC嵌入度对技术进步的正向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偏效应的负向作用。
表2  样本行业变量的内生性检验结果
	工具变量
	被解释变量：TFP

	
	Lag GVC（1）
	Lag GVC （2）
	Mean GVC（3）
	Mean GVC（4）

	ERI
	  −1.044***
	  −1.103***
	  −1.013***
	  −1.086***

	
	(−7.075)
	(−7.196)
	(−7.337)
	(−7.883)

	ERI2
	   0.072***
	   0.057***
	   0.071***
	   0.062***

	
	 (7.423)
	 (4.702)
	 (7.572)
	 (6.014)

	GVC
	  18.397***
	  12.984***
	  19.602***
	  19.770***

	
	 (6.346)
	 (4.170)
	 (7.814)
	 (6.476)

	GVC×ERI
	
	  −8.335***
	
	  −6.453***

	
	
	 (-4.476)
	
	(−4.57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效应
	否
	是
	否
	是

	时间效应
	否
	是
	否
	是

	N
	368
	368
	391
	391

	Chi2
	679.158***
	2 144.527***
	864.508***
	2 475.649***

	DWH检验
	5.138

[0.024]
	  4.889

  [0.008]
	6.748

[0.009]
	 10.925

  [0.000]

	工具变量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注：1）工具变量Lag GVC为GVC滞后1期；2）Mean GVC为GVC的行业均值；3）[ ]为DWH检验以及工具变量回归系数的P值。
3.3  行业异质性分析
3.3.1  要素密集异质性：技术类与非技术类
为分析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下GVC嵌入是否异质性影响环境规制的技术进步效应，本文进一步分别对技术类与非技术类行业做检验2）。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的“U”型关系在非技术类行业更为显著，但GVC嵌入的估计系数在非技术行业显著为正，而在技术类行业显著为负。这表明GVC分工对非技术行业技术进步有推动作用，而对技术类行业的技术进步具有抑制作用。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非技术类行业较发达国家具有一定的禀赋优势，可以获得技术外溢，取得较低层次的升级机会；而技术类行业内企业试图完成较高级的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这便会对发达国家造成威胁，从而遭遇到阻击，进而技术进步被压制[33]。另外，技术类行业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参与GVC分工可能会强化技术类行业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挤出效应。
3.3.2  嵌入类型异质性：生产者驱动与购买者驱动
张少军[34]按照价值链嵌入类型将工业行业分为生产者驱动型和购买者驱动型两大类，本文参考该分类方法，进一步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不同价值链嵌入类型的样本行业技术进步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U”型关系在购买者驱动行业更为显著，并且两大类行业GVC嵌入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两大类行业内企业都能获得一定的学习机会和技术外溢。而值得注意的是，生产者驱动行业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而购买者驱动行业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表明GVC嵌入程度加深对环境规制的技术进步挤出效应在生产者驱动行业更为明显。生产者驱动型行业的价值链被大型制造企业所控制，产品以大宗商品为主，而购买者驱动型行业则由大型零售商或贸易公司扮演中心角色，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因此生产者驱动型行业比购买者驱动型行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面临着更为严格的环境标准，导致该类型行业的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挤出效应增强。

3.3.3  工业产品异质性：轻工业与重工业
为分析不同产品类别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参考王玉燕等[20]的分类方法，按照产品类别不同将样本行业分为轻工业与重工业，然后分别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的“U”型关系仍成立，并且两大类行业GVC嵌入系数均显著为正。而值得注意的是，重工行业交互项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而轻工行业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表明GVC嵌入程度加深对环境规制的技术进步挤出效应在重工行业更为明显。这是因为类似于钢铁、煤炭等重工业部门近几年的产能过剩比较严重，一时难以消化掉，并且这些行业产品的环境代价较大、规制成本也相对较高，在全球市场竞争中不具备较好的优势，从而会对行业技术进步产生较强的挤出效应。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生产函数法测算中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刻画工业技术进步情况，通过运用2001－2015年工业行业数据来对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的“波特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并基于本文前期对GVC嵌入程度的测算结果，进一步检验GVC嵌入对环境规制的技术进步偏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显著，高技术工业行业的技术水平最高，发挥着明显的技术引领作用，而需特别注意的是，传统的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技术进步较缓慢，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这是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挤出效应和补偿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另外，GVC嵌入程度的加深对工业技术进步有推动作用，但GVC嵌入会强化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挤出效应。并且，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讨论结果均支持以上结论。分行业来看，GVC嵌入能够推动非技术行业的技术进步，而限制技术类行业的技术进步，并且在在技术类行业更会强化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挤出效应；GVC嵌入能够推动生产者驱动与购买者驱动行业的技术进步，但在生产者驱动行业中能够显著强化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挤出效应；GVC嵌入能够推动轻工业与重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步伐，但在重工业行业中可能会强化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挤出效应。也就是说，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关系的“波特假说”在中国工业行业仍然成立，并且整体上看，随着中国工业GVC嵌入程度的加深，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挤出效应呈上升态势，但也存在一定的异质性特征。
以上结论具有如下启示：第一，政府应当考虑异质性特征，根据行业特性及发展特点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标准，推行激励型政策诱导企业扩大对清洁技术的研发投入，从而实现环境治理与企业效益双赢。第二，进一步按照比较优势构建出GVC中的中国制造业战略。非技术类、购买者驱动型以及轻工业仍按照比较优势参与GVC分工，而技术类、重工业急需突破发达国家的封锁，实现价值链高端升级。第三，完善工业R&D投入结构与效率，提升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第四，进一步发挥产业结构升级对技术进步的拉动作用。

注释：

1）限于篇幅，未列出TFP和GVC嵌入程度测算过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详见王玉燕等（2014）【归入参考文献补充著录】。

1）23个行业依次是：A1煤炭开采和洗选业；A2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A3金属矿采选业；A4非金属矿采选业；A5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A6纺织业；A7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A8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A9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A10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A11化学工业；A12非金属矿物制品业；A13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A14金属制品业；A15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A16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A17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A18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A19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A20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含废品废料)；A21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A22燃气生产和供应业；A23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

2）限于篇幅，3类行业异质性回归结果未列示出来，感兴趣的作者可联系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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